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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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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那些年
又是一年高考时。曾经，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

奔赴考场。此时此刻，记忆和心跳在同一个节点产生了共振，
梦想与激情在不同的时空泛起了共鸣。

在这里，我们从紧张的高考当中放松身心，呼吸一口清
新的空气，一起体味那个年代高考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7日早上8点20分，离高考语文科目开考还有40分钟时
间，家住学府小区79岁的张智云老人目送孙子张瀚成步入
威海一中考场，看到与小瀚成同龄的上千名高考生同时
步入考场，张智云由衷地感叹“现在的高考生真多啊，想当
初我参加高考的时候，七个县才有84名高考生。”

张智云老人原籍乳山，于1957年参加的全国高考，他
还清晰的记得当初的考试科目主要是语文、数学、物理、化
学，并没有外语。张智云说，他那时在文登一中读高中，当
时上学的孩子少，很多县里都没有高中。1957年高考时文
登一中一共有84名高考生，这些学生涵盖了文登、荣成、乳
山、威海(当时为县级市)、牟平、福山和海阳七个县市。虽然
考生少，但那个时候录取率可不低，84名高考生实际录取
了76人。尽管有8名考生落榜了，但张智云说这些人根本就
不愁出路，因为那个时候高中生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在村
里当个教师那是绰绰有余。

当时的“高考餐”，张智云印象深刻：早饭是稀饭、油条，午饭是米饭、西红柿汤，晚
饭是馒头、大菜。之所以过去50多年还能记得这么详细，张智云坦承“因为那都是美味
啊，那个年代吃上这些东西已经相当奢侈了，当时自己还有个自私的想法，恨不得天
天参加高考，天天都这样吃。”

1965年，对原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宣传部长董以山来讲
是幸运的，因为这是1966年中断高考前的最后一次高考，
也正是通过这一次高考，他如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山东
大学。

现年68岁的董以山原籍文登宋村镇，他在文登一
中上高中时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因此“艰
辛”是他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但在过苦日子的时候，董
以山也能感觉到“甜”，那就是上学。他还清晰地记得，
上高中的时候能吃上窝窝头，冬春季节能喝上萝卜丝
汤，夏秋季能喝上菠菜汤。并且还有当时特有的“营养
保健品”令他回味，那就是地瓜面炒面。地瓜面炒面就
是把地瓜干粉磨成细面，再上锅炒熟即可。吃的时候盛
在茶缸中拿开水边冲边搅，一会就搅出蜜状的稠粥来，
吃起来滑溜溜甜丝丝还带点香味，既好吃又解饥。每当
晚自习过后，男生们就会拿起茶缸盛上炒面，然后是呼
噜呼噜的吞吃声。

董以山说，与现在的家长比起来，那时的家长并不太重视高考，甚至有一种想法
认为“考不上更好”，因为那个时候考不上大学能立即参加工作，增加家里的劳动力，
减轻家庭负担。但他清晰的记得，当时文登一中一共约200名学生参加高考，除个别考
生有身体原因或者历史问题外，其余高考生全部被录取。

1965年秋天，一封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董以山的老家。临上大学的前一天晚
上，董以山母亲准备了—桌酒席，父亲请了村支部书记、村长、大伯父和邻居家几位长辈
来为董以山送行，这是他第一次和村里的干部、威严的大伯父以及长辈邻居同桌吃好饭。

7日上午9点，威海一中西校门外，大光华国际学校
高中部部长董绍江到处溜达——— 他所带的78名复读生
开考了。尽管已经是他所带的第四批复读生，不过董绍
江依然有些“忐忑”。回想起自己1977年高考时，董绍江
脸上露出了笑容：“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紧张，高
一没读完就考上大学！”

1977年的高考是高考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关闭
了11年的高考大门终于再度打开，全国570万名考生冲
向考场，为27 . 297万个录取名额“拼杀”，录取比例达到
29:1，竞争尤其激烈。董绍江说：“那年我才16岁，就读于
济宁市微山三中。恢复高考那年，我才刚上高一。学校
为了提高升学率，从高一两个班里各挑了5名学校比较
好的学生，突击复习3个月，参加冬天的高考。”

当时的高中实行两年制，尽管高一还没读完，聪明
的董绍江却成功突围，考上了曲阜师范学院。考上大学
对他而言有些“幸运”，“考生那么多，而且好多上山下乡的知青为了进城也连夜复习
赶考，甚至还有三四十岁的人也来参加，我可以算是当时学校里最小的考生了，与他
们相比，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在他印象里，由于考生过多，导致出现了“洛阳纸贵”的
情形，“考卷都不够印的！”董绍江笑着说。

对于当年的考题，董绍江称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唯独一道物理题让他永生难忘，
“这是一道关于竖直向上运动的考题，问把物体抛向空中最高点的速度是多少，当时
我就按照公式来计算得出结果，出来还跟同学们讨论答案。后来大家意识到，最高点
的速度其实是0，全都笑翻了。”

李燕参加高考是在1987年，当时她还在黑龙江上
学，高考并不像现在这样，每个学生都能参加，而是需
要残酷的预考，合格后才能参加高考，预考的考题是
由当地教育局出题。李燕所在的学校当时有2个文科
班，分别有55名学生和56名学生。经过残酷的初试，最
终，李燕从班上55名学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参加高
考的资格。

高考，对现在在环翠国际中学任教的李燕来说，
是一生中的感动。这份感动，来自高考前一位不知名
的小女孩在枕头下留的小纸条。高考前一天，李燕和
学校另外9名参加高考的学生一起乘车到其他学校准
备考试。李燕说，当她将东西收拾好后，从自己床铺枕
头下，发现了一张小纸条和一个小姑娘的照片，上面
写着：“大哥哥或大姐姐，我并不认识你，但我祝你多年苦读能有所作为，祝你考试
成功。”看着这张贴心的小纸条，李燕非常感动，直觉告诉她，一定能考上。高考期
间，饭菜虽没有现在的那么多花样，但也非常好，基本上是10个人一桌，一桌10个
菜，西瓜、饮料、罐头等一应俱全。李燕笑着告诉记者，对很多考生来说，那是自出生
到高考吃的最好的几顿饭。

当年，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英语、地理、政治、历史。李燕说，她是从外地转到黑龙
江省上学，小学时并没有学习英语，所以，英语一直是她的弱项。与现在相比，当年各科
的考题更多的是靠死记硬背。考试结束后，其他五门课程都几乎是满分，只是英语才考
了40多分。因为各科成绩不平衡，最终，她没能考上自己心仪的金融学校，服从志愿上了
师范类学校。但当年枕头下的那张小纸条却让她感动至今。

高考，就是一场噩梦。但我必须感谢它，它改变了
我的命运，使我现在可以敲敲键盘就能轻松谋得不菲
的薪水，彻底摆脱了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
生活。

1999年，我上高三，村里同样要参加高考的孩子
还有十几个，但全村人都把话题集中在了我身上，因
为我是一中的学生，最有希望考上大学。村里已经八
九年没出一个大学生了，乡亲们的希望让我感到了莫
大的压力，但压力就是动力。

高考前，紧逼了三年的老师们突然转变了态度，
让我们放松地去踢球、睡觉。有平时的成绩做保证，我
并不惧怕高考，反而迫切地盼望着早点考试，我需要
高考来改变“世袭”的命运。

考试很快就结束了，我回到家中就卖力地帮父
母干农活，尽量避开乡亲们的询问，不愿多说话，用
沉默掩盖内心的忐忑。在我喷完8亩玉米地的农药后，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到了

“张榜”的日子。校门口聚集了大量的同学，一些人已经通过电话查询到了成绩，
大多人垂头丧气，这更令我感到不安。不凑巧的是，学校的电脑坏了，还得需要我
们自己去查询。学校外面每个有公用电话的商店都排起了长队，我最终选在县城
西南角的一个邮政所排队等候。前面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叹着气走出来，让我难抑
心中的恐慌。递过准考证，邮局工作人员熟练地按了一通电话键，随即传来他的
声音：“语文XX分，数学……，总分XX分。好小子，考上了。恭喜你啊，赶紧回家报
喜去吧。”瞬间，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喜悦，不知道如何回味酸楚，只是一路狂蹬自
行车，匆匆赶回了家中……

2001年，我考入了文登一中开始了高中生涯。由
于平时我在班里学习就一直位居前茅，父母对我的
成绩也比较放心。不过为了考上好大学，我们对学习
更有讲究了，不仅要注重学习方法的科学性，还要学
会善于思考，毕竟学习的课程越来越复杂，考生越来
越多。而我又不太乐意在重复的题目上浪费时间，于
是经常自学，这样可以极大提高学习效率。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学习的途径也已经不再
局限课堂上老师的讲解，无论大小书店，都能买到参考
资料。网络的普及，让我的视野大大开阔：第一时间获得
名校考题，与专家“面对面”进行学习交流……这些都是
以前考生难以想象的。

持续的高考扩招，使得我们考大学容易了，但考名
校依然很难。父母乃至亲戚为了家里这么一个考生，围
得团团转，我都记不清自己享受了多少“高等”待遇。印象最深的是，到了高三，我们早
上5点半就要开始读早自习。妈妈为了让我休息好，每天早上4点50分至5点钟叫我起床，
我匆匆洗完脸就带着早饭飞奔学校。每次提着早饭上学，总是被同学们羡慕，妈妈准备
的早餐十分丰盛，总有虾、海参等营养品。为了做早餐，妈妈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来准
备，坚持了一整年。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妈妈也在家备好了宵夜和补品，可以说，妈妈
一点不比我们考生轻松，甚至更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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